
有关戴震研究的学术史

葛兆光

引言: 思想史中的人物研究

我们曾讨论 《明儒学案·南中学案》，主要是讨论思想史的历史背景

应该怎样重建和叙述; 现在我们讨论戴震，想换个方式，来讨论思想史中

个别精英人物应当怎样研究。过去，我曾经批评说，思想史里面总是以人

物 ( 或著述) 为单位，大的一章，小的一节，再小的几个人合一节。这种

思想史写法的问题是: 第一，在安排章节上面就显示了价值判断，这个人

物，占一章的很重要，占一节的较次要，合了好几个人才占一节的，当然

就不那么重要。如果，过去只是一节，现在变成一章的人物，就说明他在

思想史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，像王充、范缜、吕才的地位，在唯物主义历

史观主脉络里面，就开始升级，这就暗示给读者一个意思，好像评劳模等

级或者学术评奖，有一二三等，表示思想史表彰的程度。第二，由于以人

物为单位，淡化了 “历史”的纵 ( 思想连续脉络) 横 ( 同时代人的声音)

面，即突出了个人，而忽略了环境。比如，讲某人的思想史意义，可能就

会出现这样的毛病，当你只看这一个的时候，好像他很了不起，“爱屋及

乌”是很容易犯的毛病，好像俗话里说的， “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欢

喜”。可是，你要是把他摆在同时代历史背景和群体活动里面，也许他也

就是作为背景的合唱团里的一个队员而已。第三，因为能够上榜的都是显

赫的人物，所以作为合唱的、背景的声音，就是丸山真男说的 “执拗低

音”，就容易被忽略。我一直建议要写 “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”，作为

精英的背景和土壤，但是，这种以人物为主的写法，很难让我们写好这样



的思想史著作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并不是说这样的写法没有意义，对于个别人物的研

究，尤其是作为思想史关键和枢纽的那些人物，他的生平、交往、教育经

历、思想形成与著作传播的研究，还是很有必要的，过去像南京大学，就

有以思想家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研究群体。可是，思想史里的人物研究，究

竟应当怎么研究? 现在的研究方法有没有问题呢?

今天，我就以戴震，这是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最重要人物的研究为

例，讨论一下思想史里面人物研究的方法。

一 同时代人关于戴震的记忆和理解

戴震 ( 1724—1777 ) 是清代中叶徽州籍的读书人，也是当时最著名的

学者，通常学界讨论到戴震，都是把他放在乾隆时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中

来看的，一般都会强调以下两个方面。

一方面，学术史研究会把他视为乾嘉考据学潮流的中坚力量，会突出

地讨论他考据学的成就及其创造性的方法。大家知道，他参与整理过 《四

库全书》，校过 《水经注》，他是考据学里面所谓 “皖派”的领袖，影响

很大。首先，他对从字音求字义的小学方法影响了金坛段玉裁 ( 有 《六书

音韵表》) 、影响了高邮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 ( 有 《广雅疏证》 《经传释

词》) ; 其次，他对礼制的重视 ( 他考证过 “明堂” “辟雍” “灵台”，也

研究过 《考工记》) ，影响了后来的凌廷堪 ( 如 《复礼》中 “以礼代理”

的观念) ; 再次，他对天文地理数学的研究 ( 如他有 《勾股割圆记》 《续

天文略》) ，影响了后来的焦循等人。

另一方面，思想史研究则把他放在官方以程朱理学为意识形态的思

想史背景下，突出地讨论他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意义。比如，我们会讲他

通过历史语言学的径路，以字词训诂和还原古义的方式，批评宋代理学

对 “性命理气”等的解释 ( 如他的 《原善》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) ，影响了

阮元 ( 如 《性 命 古 训》) 、孙 星 衍 ( 如 《原 性 篇》) 、焦 循 ( 如 《性 善

解》) 等，确认他是清代乾隆时代对于宋明理学批判的中心人物，并从此

开启了后来的启蒙思潮，并且把他的思想看成是后来有现代意义思想的

来源之一。

不过，这个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 “戴震”印象，究竟是怎么来的?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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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呢? 我们还是要通过重新回顾历史的方法，或者换一

个时髦说法，在 “知识系谱学”的意义上，讨论这个 “戴震”印象的形

成，这就是通常说的 “戴震学”。研究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，为什么要重

新讨论 “戴震”印象呢? 我觉得，这是因为两个原因，第一，我们现在研

究戴震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接受了很多前人的说法，这一层层的说法，好像

是在眼睛上戴眼镜，眼镜上又蒙上了层层有色玻璃纸，所以，未必是原来

“乾隆时代”的 “戴震”的学术和思想，要真正了解他，需要一层层剥离

这些玻璃纸，让我们的眼睛尽可能直接看当时的戴震。第二，这一层层的

玻璃纸是怎么蒙上去的? 它们一层层的遮蔽本身的历史，也构成了另一种

学术和思想史的资料，就是说，不同时代、不同学者，不同说法，层累地

构成了 “戴震学”，这本身就是在戴震研究上，所表现出来的 “学术史”

和 “思想史”。

今天我们关于 “戴震学”的讨论，要简单地讨论一百多年来，王国

维、刘师培、章太炎、梁启超和胡适的研究。不过，他们这些研究和论

述，无论是以民族主义立场的，还是哲学解释的，还是启蒙性历史追溯

的，基本上属于 “现代戴震学”。而在这些现代解释之前，就是从戴震乾

隆四十二年 ( 1777 ) 去世以后，还有一个长达一百多年的同时代人和后辈

学人的戴震回忆在前面，从王国维到胡适的戴震研究，用的都是他们提供

的资料，显然也会受到他们提供的戴震印象的影响。比如———
( 1 ) 洪榜 ( 1744—1779 ) 的 《戴先生行状》①。这是一篇很可靠的戴

震传记，因为它是戴震去世后一个月时写的。他对于戴震学术形象的描述

有两个重点，一是他有意强调，戴震年轻时就质疑过朱熹关于 《大学》的

说法，这是为了后面突出地强调 《原善》论性理归六经而作的铺垫，在这

里塑造的是一个 “反宋学”的汉学家形象; 二是他同时强调，戴震 “每一

字必求其义”，因为 “经之至者道也，明道者其辞也”，一方面要通过字词

训诂理解古代经典，一方面要 “综其全而核之”，所以他很博学，包括天

文、历算、推步、鸟兽、虫鱼、草木，甚至山川、疆域、州镇等，就是强

调考据学的博学家的意义。这是戴震同时代人对戴震的理解和回忆，也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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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收入《初堂遗稿》中，亦收入《戴震文集》 (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) “附录”中，第 251—
260 页。



后来很多戴震印象的来源和基础。①

( 2 ) 段玉裁 ( 1735—1815) 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②。这是一个戴震最信

任的人的回忆，戴震在给他的信里，曾说到和 《与是仲明论学书》里一样

的话③，就是要想理解 “道”或者 “理”，一定要从字义到词义，才能真

正贯通，这是做学问的最重要途径; 而戴震在乾隆四十二年临终前一个月

( 四月廿四日) ，又给段玉裁写过信，明明白白告诉他，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

是他自己最重要的书，这部书是 “正人心之要”，也是对祸民的 “理”的

批判。④

所以，段玉裁和洪榜一样，在年谱里面突出的重点，也是①戴震年轻

时即质疑朱熹说的关于 《大学》是孔子传曾子，曾子传门人，暗示了他的

反程朱取向 ( 第 216 页) ，在乾隆三十一年一条里，他比洪榜更清楚地描

述了 《原善》和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强调了它们的意义是批评宋代理学

家，不是六经孔孟的正道，“所谓理者，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，不

得谓性为理” ( 第 228 页) 。而且在叙述戴震死后事时，又引其答彭绍升

书，凸显戴震反程朱、反佛教的一面 ( 第 240 页) 。②在戴震的学术方面，

他也同样强调戴震对于古代经典的看法，引用他回答姚鼐的话说，是 “徵

之古而靡不条贯，合诸道而不留余议，巨细毕究，本末兼察” ( 第 222

页) ，所以，一方面要 “每一字必求其义”，以 《说文》之学为根基，“由

字以通其辞，由辞以通其道”，一方面也强调要博学多识，说戴震对音韵、

训诂、名物、礼制无不精通，有很多著作。⑤

这确实是批判和瓦解宋代理学的途径。但是，大家要注意，段玉裁是

否真的觉得戴震是有意识地、自觉地彻底批判宋代理学的原则，要把人的

欲望和情感从 “理”中解放出来呢? 未必，他在另外给 《戴震文集》作序

的时候就说到，戴震自己曾说过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一书最重要，因为古

201 理论与史学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洪榜与朱筠有一篇讨论这篇《行状》及戴震之学的书信，相当重要，收于江藩《汉学师

承记》卷六《洪榜 传》内，参 见 漆 永 祥 《汉 学 师 承 记 笺 释》，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2006 年 版，第

622—626 页。
也收入《戴震文集》“附录”中，第 215—250 页。
《戴震文集》卷九，第 139—141 页。
《与段茂堂等十一札》之第十札: “仆平生论述最大者，为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一书，此正

人心之要，今人无论正邪，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，而祸斯民，故《疏证》不得不作。” 《戴震全

集》，黄山书社 1995 年版，6 册，第 543 页。
《戴震文集》“附录”，特别是第 216、228、240、222 页。



往今来，都把 “六书九数”当作大学问，却 “误认轿夫为轿中人”，千万

别把我当作 “轿夫”，好像只会 “六书九数”。这段话，章学诚 《书朱陆

篇后》在提及戴震 《原善》的时候，反驳有人攻击 《原善》 “空说义理，

可以无作”的时候也引用过，说 “训诂、声韵、天象、地理四者，如肩舆

之隶”，可见是真的。但是，这并不等于戴震不讲 “理”，他只是觉得，把

外在的、抽 象 的、严 厉 的 “理”约 束 人，却 把 真 正 的 符 合 人 性 人 情 的

“理”丢掉了，用现在的话讲，就是把工具理性当作价值理性，用高调的

天理去杀人。

所以，他并不一定反对宋代人所讲的 “理”，只是觉得，第一，宋学

的天理太严酷，不能兼容人情; 第二，宋代理学缺乏知识性的基础，需要

有严格的字辞知识为依据; 第三，真正真理的源头，还是在古代六经。所

以，段玉裁也并不见得是真的认为，戴震在反对专制皇权的政治意识形

态，而是认为，戴震是想超越宋学的笼罩，通过学术，重建这个社会的政

治、伦理和思想秩序。所以，段玉裁在嘉庆十九年 ( 1814 ) 的时候给陈寿

祺写了一封 信，其 中 就 说，我 看 现 在 社 会 上 的 大 毛 病，就 是 抛 弃 了 洛、

闽、关学不讲，反而说，这些学问是 “庸腐”，可是，如果你不讲这些，

就没有廉耻，气节很差，政治也搞不好，“天下皆君子，而无真君子”，所

以，他的结 论 倒 是 这 个 时 代 “专 订 汉 学，不 治 宋 学，乃 真 人 心 世 道 之

忧”①。
( 3 ) 对于戴震的思想学术，和洪榜、段玉裁说法最相近的，还有王昶

( 1725—1806 ) 的 《戴东原先生墓志铭》等②，王昶说他 “晚窥性与天道

之传，于老庄释氏之说，辞而辟之”。不过，说得最清楚的，恐怕是章学

诚 ( 1738—1801) 《书朱陆篇后》和凌廷堪 ( 1757—1809) 《戴东原先生

事略状》③，他们对戴震学术与思想的解释，沟通了批判理学和文献考据，

思想表达与知识依据两方面，这给梁启超和胡适的戴震解释提供了基础④。
( 4 ) 但是，对于戴震的理解，还有另外的一个侧重的面向。这来自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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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陈寿祺: 《左海文集》卷四《答段茂堂先生书》附录。
原载王昶《春融堂集》，亦收入《戴震文集》“附录”，第 260—264 页。
章学诚: 《文史通义》卷三“朱陆”附，叶瑛《文史通义校注》本，中华书局 1985 年

版，第 274—277 页; 凌廷堪: 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三五，中华书局 1998 年版，第 312—317 页。
凌廷堪《戴东原先生事略状》中特意指出，人们往往把“故训”和“义理”分开，其实

这是不对的，因此戴震学术的意义，就在于“先求之于古六书九数，继而求之于典章制度”，“既

通其辞，始求其心” ( 第 312 页) 。



大昕 ( 1728—1804) 《戴先生震传》和余廷灿 ( 1729—1798) 《戴先生东

原事略》①。钱大昕是当时最有影响和最有学问的学者，他的 《戴震传》

里面，强调的就是戴震识字、训诂、博学、修地方志、参加四库全书编纂

等等，他特别突出地表彰戴震的考据学成就，比如考证 《周易》《周礼》、

研究古代的明堂之制、勾股之学、校勘 《水经注》等等，但是，并不提他

的 《原善》和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。余廷灿的 《事略》也一样，主要推崇戴

震的历算之学、考证 《周礼》土圭之法、 《考工记图》、明堂、六书说和

反切说，考证 《水经注》等等，这又凸显了一个 “作为考据学家”的戴震

形象。②

二 汉学还是宋学，考据学家还是哲学家，民族主义者还是

启蒙主义者? ———戴震的研究史

关于 “戴震学”，前些年，台湾东海大学的丘为君教授曾写过一部很

好的著作，第一次从学术史上去讨论 “戴震学”的知识系谱③，可是，我

总觉得还有一点点缺憾，因为他没有专门和全面地清理 “戴震”印象的形

成史。

过去，从现代的学术与思想的角度谈戴震的意义，常常认为这是从章

太炎开始的。比如钱穆就说，“近儒首尊戴震，自太炎始”。这个说法很被

人接受，如侯外庐也说，自 《检论》和 《訄书》中的 《学隐》 ( 1900 ) 、
《清儒》 ( 1904 ) ，开启了研究戴震的风气。④ 大概，丘为君教授的这部书

也接受了这个说法。但这个说法是不是对呢? 恐怕一半是对的，一半是不

对的。说他对，章太炎的戴震论述确实比较早; 说他不对，因为真正现代

戴震形象的塑造，却未必是从他开始的。

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资料。
( 1 ) 章太炎 1900 年 《訄书》 ( 初刻本) 中有 《学隐》，1904 年 《訄

书》 ( 二刻修订本) 中增加 《清儒》一篇，但这两篇均仅对戴震的考据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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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原载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》、余廷灿《存吾文集录》，现均收入《戴震文集》“附录”，第

264—269、269—274 页。
又，任兆麟: 《有竹居集》卷一○《戴东原墓表》 ( 卷八又有《戴东原制义序》) 。
丘为君: 《戴震学的形成》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4 年版。
侯外庐: 《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》，生活书房 1947 年版。



作民族主义解释。比如 《学隐》中说，戴震 “知中夏黦黯之不可为，为之

无鱼子虮虱之势足以藉手，士皆思偷愒禄仕久矣……故教之汉学，绝其恢

谲异谋，使 ( 之) 废则中权，出则朝隐，如是足也”。所以，虽然戴震也

是大师，但他的起点也是出于民族主义，而给无奈的士大夫找一个文献学

空间，让士大夫有隐匿的场所。而 1904 年 《清儒》一篇，也只是说戴震

“治小学，礼经，算术，舆地，皆深通”，他教了很多门生，影响了王念

孙、段玉裁等人。

应该说，这是章太炎早期对戴震的认识，显然并没有深入到他的观念

和思想上来，即使深入，也只是停留在民族主义的解释上。在这个时候，

戴震成了一个活在清帝国，却始终坚持汉文化立场，用学术对抗政治的民

族主义学者。
( 2 ) 真正开始以西方概念工具重新在现代哲学意义上解释戴震的，是

王国维，他也 是 在 1904 年，写 了 一 篇 《国 朝 汉 学 派 戴、阮 二 家 之 哲 学

说》。那个时候，王国维正好热心于叔本华、尼采的哲学，觉得这种整体

解释宇宙和历史的学问，很深刻也很系统，我想，这是一个来自西洋哲学

世界的强烈刺激，这种刺激可以使学者对过去的资源进行 “重组”，所以，

他觉得清代三百年，虽然汉学发达，但是 “庞杂破碎，无当于学”，找来

找去，只有戴震和阮元两个人的 《原善》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 《性命古训》

才有一点 “哲学”的意思，他评价说，这是 “一方复活先秦古学，一方又

加以新解释”，重新讨论孟子以来的 “人性论”，建设心理学和伦理学。

这显然是在西方哲学背景下来看中国思想的。所谓人性论、心理学、

伦理学，这些原本都是西方的东西。新的概念工具，有时候看起来只是一

些 “词语”，但是通过这些 “词语”去重新 “命名”，会彰显出历史资料

中另外一些过去不注意的意义。西洋哲学进入中国，就把过去的人物、著

作、观念，从 “考据”与 “义理”、“宋学”与 “汉学”的解释，转移到

哲学还是文献学、传统还是近代这个意义上来，另外给它赋予了意义。王

国维也是要在这个新尺码下面，来给戴震加以新解释的，所以他特别指

出，戴震和宋儒最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对 “天理”和 “人欲”的解释: 首

先，宋代理学家是把 “理义之性”和 “气质之性”分开，前者是 “理”，

后者是 “欲”，所以，这种 “理欲二元论”渐渐就扩大了理和欲、性和情

之间的对立和紧张; 其次，他又指出，戴震反对这种区分，指出 “欲在性

中，理在欲中”，他主张理欲、性情的 “一元论”，而且承认 “情”发之

501有关戴震研究的学术史



自然，“性固兼心知 ( 性) 与血气 ( 情) 言之”，这样就开始承认 “人”

的心灵中理性和感情的合理性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承认 “人”的自由的合理

性。① 这就把原来戴震同代人对戴震认识中的反 “理学”那一面给突出起

来，并且提升到哲学上来了。

毫无疑问，在 1904 年提出在西方哲学背景下重新解释戴震思想，是

一个很新的做法。我觉得，王国维在很多方面都是时代的先驱，这个时

候，他使戴震成了一个 “哲学家”。但是要说明，王国维这个时代，对中

国哲学史还没有一个贯通的、整体的脉络，所以，他只是说，戴震恢复了

古代北方哲学重实际的传统，但中国哲学后来被南方、印度影响，成为纯

理论哲学，专门讨论 “幽深玄远”的问题，并不适合中国人。所以他的结

论是，戴震和阮元 “以其考证之眼，转而攻究古代之性命道德之说，于是

北方之哲学复明，而有复活之态”。这话对不对，要分两方面来看，一方

面，我们要明白，王国维基本上是用西洋哲学观念来看清代学术的，他说

戴震是复活古学，这是为了说明它渊源有自的合法性，可另一方面，王国

维虽然 说 它 是 “汉 学 派”，但 没 有 特 别 去 讨 论 “汉 学”在 论 证 “理”、
“性”等方面，有什么特别的知识方法，只是笼统地说，它超越了宋学，

回归到古代。
( 3 ) 更重要的，是刘师培 1905 年所作 《东原学案》②。现在回头看，

应该承认刘师培很聪明也很敏感，他常常能短平快地提出好些问题来。在

戴震的认识上，他注意到戴震在学术史的 “知识方法”和思想史的 “观念

表达”之间，有很深刻的贯通意义。这是刘师培的聪明处，他说，“( 戴震

的) 《原善》、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最著”，什么原因呢? “盖东原解 ‘理’

为 ‘分’，确宗汉诂，复以 ‘理’为 ‘同条共贯’也，故 ‘理’字为 ‘公

例’。较宋儒以浑全解 ‘理’字者，迥不同矣， ‘理’在 ‘欲’中，亦非

宋儒可及”。这篇论文很长，其中涉 及 到 的 是， ( 甲) 以 训 诂 方 式 解 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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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王国维《国朝汉学派戴、阮二家之哲学说》 ( 《静安文集》) 特别提到《戴东原集》卷八

里面另外一篇《读易系辞论性》，其中说到“有人物，于是有人物之性。人与物同有欲，欲也者，

性之事也; 人与物同有觉，觉也者，性之能也”，又提到阮元《揅经室再续集》卷一《节性斋主

人小像跋》指出，“性”一方面从“心”，包含了仁、义、礼、智，一方面从“生”，包含了味、
臭、色、声，所以应当对“性”和“情”有重新包容的观念，这就在“性善”的基础上，肯定了

欲和觉的合理性。见《王国维全集》第一卷，浙江教育出版社、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，第

96—104 页。
《刘申叔遗书》下册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97 年版，第 1759 页以下。



“理”，( 乙) “理”为公例，( 丙) “理”在 “欲”中。他认为，戴震思想

大致上以这三点最为要紧。

虽然，刘师培在 1904 年 12 月在 《警钟日报》上发表的 《近儒学案书

目序》中已经论述到戴震，但那个时候，对于戴震的理解和说法，大体上

接近章太炎。他虽然表彰戴震 “倡导实学，以汉学之性理，易宋学之空

言”，但是，他还是把汉、宋对立看成是 “实”和 “空”的学风差异，所

以，在 《清儒得失论》里面，他也还只是强调说，戴震 “彰析名物，以类

相求，参互考验，而推历审音，确与清廷立异”。看起来，这还是章太炎

把汉学说成是 “反清”的老调调，比如说，戴震的 《声韵考》是为了破

《康熙字典》，他的门下如王念孙等反和珅、轻名利等等，都还是从政治和

民族角度来看戴震的。直到 1905 年的 《东原学案序》，才超脱出来，站在

更高的角度重新评价戴震，这就和王国维的评价大体一致了。而 1906 年

作 《戴震传》①，刘师培更进一步评价戴震晚年所作的 《原善》和 《孟子

字义疏证》的重大意义，是 “穷究性理之本”，全面推翻了宋儒，使儒学

回归到孔孟。

刘师培的论述，其重要意义在于，一是超越了 1900 年、1904 年章太

炎式的反满为中心的汉族民族主义解释; 二是把戴震的著述重心，突出地

转移到思想领域，而不是政治领域或学术领域; 三是把戴震的意义提升到

了全面超越和批判道学，重新发现孔孟传统。这等于重新书写了思想史。②

所以 我 要 说，刘 师 培 的 论 述 相 当 关 键，可 是，这 也 许 被 学 术 史 家 们 忽

略了。③

( 4 ) 这里又要提到章太炎了，虽然很多人像钱穆、侯外庐都觉得最先

表彰戴震哲学的是章氏，但是，前面我们说了，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脉络

上看，有一点 误 会。其 实 一 直 要 到 1910 年，四 十 三 岁 的 章 太 炎 写 《释

戴》④，才开始讨论到戴震对宋代理学的批判，不过，他依照惯性，还是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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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《刘申叔遗书》下册，第 1821 页以下。
他说，“殆及晚年，穷究性理之本，先著《原善》三篇，以‘性’为主，以仁义礼为性所

生，显之为天，明之为命，实之为化，顺之为道，循之为常，曰理合此数端，斯名为善。……又

作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以为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权言仁义礼智，皆非六经孔孟之言”。
李帆《刘师培与中西学术》已经指出这一点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，第 177—

179 页。又，参见郑师渠《晚清国粹派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94 页。
先刊于《学林》第二册，后收入《太炎文录初编》卷一，《章太炎全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

社 2014 年版，第 122 页。



把戴震放在反抗清统治的立场上来。他认为，清代皇帝 “亦利洛、闽，刑

爵无常，益以恣 ”，生于雍正末年的戴震，“自幼为贾贩，转运千里，复

具知民生 隐 曲”，能 够 体 察 民 情，面 对 雍 正 以 来，官 方 不 以 法 律，总 是

“以洛、闽儒言以相稽”，使百姓 “摇手触禁”，所以，对理学有所批评。

他还分析说，戴震是从下看上，希望约束皇权，解放民众之心灵，在这个

时候，他才提出戴震的思想和荀子很像，主旨一是斥理崇法，二是批判以

理杀人的正当化，三是提出理在欲中的一元论。———我怀疑，这可能是受

了王国维尤其是刘师培的影响，所以，在这篇文章里面，他不再多说戴震

的考据学，而是较多地讨论戴震提出来的 “理”的问题。不过，刚才说

到，他仍然把重心转移到反清的民族主义论述基础上来，凸显戴震对 “以

理杀人”的批判，是对清政府的批判，谴责清廷利用宋代理学，使自己的

专制控制合法化合理化。章太炎的戴震形象，仍然不太涉及思想史问题，

倒是把它归为政治史，好像在进行历史社会学的解释，因此还没有进入戴

震和近代 “科学”和 “民主”的关系的讨论。

更有现代意味的学术史与思想史讨论，我以为，应当是从梁启超和胡

适开始的。

三 梁启超和胡适: 20 世纪 20 年代对戴震的解释

本来，在 1904 年为 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补写的 “近世学

术”一节里，梁启超 ( 1873—1929 ) 对戴震评价并不算太高，他说到戴震

是考据学里面 “皖派”的开祖，主要在叙述他的考证成就，强调他 “以识

字为求学第一义”，虽然在末尾，也提到了他的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和 《原

善》“近于泰西近世所谓乐利主义者”，但主要还是批评他，说 “二百年

来学者，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，戴氏其与有罪矣”①。应当说，当时梁启超

对戴震并没有多少认识，他自己也承认，主要是根据章太炎的说法，觉得

考据对人的思想自由有约束，所以，批判的意味就很重。但是，到了 1920

年写 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的时候，态度大变，对戴震做了很高的评价，说

《孟子字义疏证》“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”。不过，就算是这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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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梁启超: 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《饮冰室合集》文集之 7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，

第 93 页。



梁启超的主要重心也还是把戴震放在考据学的 “实事求是”的 “科学脉

络”里面讲，强调的是他 “不以人蔽己，不以己自蔽”，是他不仅博学，

而且既有识断又能精审，当 然 这 时，梁 启 超 也 讨 论 了 《孟 子 字 义 疏 证》
“欲建设一戴震哲学”，突出地表彰他批判宋代理学的意义，“欲以情感哲

学代理性哲学”①。因此，1923 年 10 月在筹备纪念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纪念

会时，五十岁的梁启超在 《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》里提出，要特

别注意研究戴震的研究方法和哲学世界，并自己设计了研究戴震的八个课

题②，第二年也就是 1924 年初，他发表了 《戴东原先生传》和 《戴东原哲

学》。③

在这两篇论文里面，他提出戴震的意义有两方面，( 一) 考据学领域:

他说戴震之学的特点是淹博、识断和精审，而他的领域即小学、测算、典

章制度，梁启超觉得这三个领域不再是传统的经学史学，而戴震的研究方

法又体现了 “科学精神”，这当然是凸显他关于清代学术就类似欧洲的

“文艺复兴”的说法。( 二) 哲学领域: 他认为戴震的哲学著作如 《原善》
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其写作目的是 “正人心”，也就是针对现实问题的，而

他的哲学论述则涉及了五个方面，( 1 ) 客观的理义与主观的意见 ( 物理和

事理) ，( 2 ) 情欲问题 ( 理存乎欲) ，( 3 ) 性的一元与二元， ( 4 ) 命定与

自由意志，( 5 ) 修养与实践。

上述两方面的论述，都关联了现代的历史意识和概念工具，无论是

“文艺复兴”还是 “哲学”。但请大家注意，梁启超虽然讨论了历史和哲

学两个方面，可是，在戴震的考据成就和哲学批判之间、治学方法和民主

意识之间，还没有一个特别贯通的解释。
( 6 ) 这里就要说到胡适 ( 1891—1962 ) 。1923 年，梁启超发起纪念戴

震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会，胡适答应参加，并在当年就开始了对戴震的研

究，并在 1924 年 1 月 19 日安徽会馆开纪念会的时候担任主席并讲话。不

过，要到 1925 年，他才在 《国学季刊》二卷一期上发表了 《戴东原的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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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梁启超: 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朱维铮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本，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

版，第 35 页。
这八个课题是 ( 1 ) 戴东原在学术史上的位置， ( 2 ) 戴东原的时代及其小传， ( 3 ) 音韵

训诂的戴东原，( 4 ) 算学的戴东原， ( 5 ) 戴东原的治学方法， ( 6 ) 东原哲学及其批评， ( 7 ) 东

原著述考，( 8 ) 东原师友及弟子。见《饮冰室合集》文集之 40，第 39 页。
梁启超: 《戴东原先生传》与《戴东原哲学》， 《饮冰室合集》文集之 40，第 40—51、

52—77 页。



学》一文①。据他在文末的附注中说，文章写于 1923 年 12 月，如果这一

点可信，那么，看来也是因为纪念戴震二百周年生日而引起的写作。② 这

篇长长的论文，分为 “引论”“戴东原的哲学”“戴学的反响”三大部分，

涉及了好几个方面的问题———

第一，引论。从 “反玄学的运动”即清代初期的学术与思想变化开

始，论述清代初期即第一个世纪 ( 1640—1740 ) 是 “反玄学的时期”，学

术界出现的 “注重实用”和 “注重经学”的两个趋势。又从颜元、李塨说

到实用主义与理学家空谈虚理的分歧，从顾炎武代表的清代经学复兴，说

到注重 “历史的眼光”“经学的工具” “归纳的研究” “注重证据”等学

风，对明代理学心学的冲击。他指出，前者那里产生了 “新哲学”，后者

那里延伸出 “新学问”，这是戴震之学产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“颜元、李塨

失败以后，直到戴震出来，方才有第二次尝试”③。

第二，戴东原的哲学。胡适的论述，主要讨论戴震的 “两部哲学书”
即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和 《原善》。他一方面认为，从哲学渊源上，戴震受

到颜元、李塨的影响 ( 但是他也承认，除了有一个徽州人程廷祚，“找不

到戴学与颜李学派有渊源关系的证据”，可见所谓颜李学派与戴震的渊源

关系，只是逻辑上的推断) ，有一元的唯物论宇宙观、人性论和理的观念，

既是为破坏理学的根基，也是为建设新哲学的基础。另一方面从社会背景

上指出，戴震 “生于满清全盛之时，亲见雍正朝许多惨酷的大案，常见皇

帝长篇大论地用 ‘理’来责人，受责的人虽有理，而无处可申诉，只好屈

伏而死”④，所以才会有感而作，对宋儒大力提倡的 “理”进行批评。他

指出，戴震认清了考据名物训诂不是学问的最终目的，只是 “明道”的方

法，由于戴震的 “道”有 “天道”和 “人道”，前者是自然主义，是阴阳

五行的流 行 不 已，生 生 不 息，后 者 是 血 气 人 性，也 与 自 然 相 应，因 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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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胡适: 《戴东原的哲学》， 《胡适文集》第七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239—
342 页。

胡适作《戴东原的哲学》一文，应该受到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影响和启发。1923 年 12 月

16 日，胡适与王国维谈话，王曾告诉他“戴东原之哲学，他的弟子都不懂得，几乎及身而绝”
( 见《胡适日记全编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，4 册，第 131 页) ; 18 日他读焦循的书，19 日

给梁启超写信讨论，写出《戴东原在哲学史上的位置》 ( 同上书，第 137 页) ，29 日作《戴氏哲

学》第一章《戴东原的前锋》论颜李学派 ( 第 144 页) 。1924 年 1 月 14 日，与梁启超在饭间讨

论，1924 年 1 月 19 日戴震生日纪念在安徽会馆举行，胡适主席并讲话，梁启超也做了讲演。
胡适: 《戴东原的哲学》，《胡适文集》第七卷，第 240、249 页。
同上书，第 268 页。



“天理”并不能离开 “人性”，所以戴震提出 “人伦日用，圣人以通天下

之情，遂天下之欲，权之而分理不爽，是谓理”，通过字义的训诂，他提

出所谓 “理”不像宋儒说的那样高高在上不近人情，而只不过是条理分

合。而在知识领域，戴震虽然是精通经典而且擅长文字音韵训诂的考据学

家，但是他的人生观，是 “要人用科学家求知求理的态度与方法来应付人

生问题”，因此，他在学问上既能 “剖析精微”，又能 “重在证实”，通过

剖析精微得来 的 “理”，比 较 归 纳 出 来 的 “则”，解 释 一 切 事 物 和 道 理

“靡不条贯”，所以，这是 “最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”①。

第三，戴学的反响。胡适认为， “清朝的二百七十年中，只有学问，

而没有哲学，只有学者，而没有哲学家”。只有颜元、李塨和戴震，算是

有建设新哲学的意思。而戴震的想法，就是打倒程朱，是反理学，“打倒

程朱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从穷理致知的路上，超过程朱，用穷理致知的结

果，来反攻穷理致知的程朱”②。下面，胡适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戴震学术与

思想的后世反应，从洪榜、章学诚、姚鼐、凌廷堪、焦循、阮元、方东树

等等一路叙述下来，说明后世对戴震无论是褒是贬，都证明了戴震哲学引

起的巨大反响。所以，戴震是建立了新哲学， “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，

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———哲学的中兴”。

在这篇论文后面，他提出两个 “伤心的结论”。其实，我觉得恰恰是

最重要的关键，他说: “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对于戴学应取什么态度呢?

戴学在今日能不能引起我们中兴哲学的兴趣呢? 戴学能不能供给我们一个

建立中国未来的哲学的基础呢?”胡适又说: “我们还是 ‘好高而就易’，

甘心用 ‘内心生活’、 ‘精神文明’一类的揣度影响之谈来自欺欺人呢?

还是决心不怕艰难，选择那纯粹理智态度的崎岖山路，继续九百年来致知

穷理的遗风，用科学的方法来修正考证学派的方法，用科学的知识来修正

颜元、戴震的结论，而努力改造一种科学的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呢?”③

在梁启超和胡适的笔下，戴震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新形象，他批判

宋代程朱理学，思想与学术隐隐有 “走出中世纪”的意思，他一手提倡自

由和人性，一手实践科学方法，他本人也仿佛是一个启蒙主义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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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胡适: 《戴东原的哲学》，《胡适文集》第七卷，第 272 页。
同上书，第 281 页。
同上书，第 342 页。



应该说，梁启超和胡适都受到章学诚和凌廷堪的影响。章学诚在 《书

朱陆篇后》中对戴震的说法非常重要，他说，戴震所学的学问， “深通训

诂，究于名物制度，而得其所以然，将以明道也”，他说当时人的风气是推

崇博学和考据，看见戴震的学问淹博，又会训诂考证，就以为戴震的学问

重心在这里，其实是误解。因为有误解，所以不能理解 《原善》《论性》这

些著作的意义，有人觉得，这样一个大学问家，这种著作可以不必写，其

实 “是固不知 戴 学 者”，他 说，这 是 “于 天 人 理 气，实 有 发 前 人 所 未 发

者”①。这一思路对胡适很有启发，所以，他注意到把这两者贯通起来说戴

震，指出，( 一) 戴震的学术背景是重新整理 “国故”，是用新手段治旧学，

试图用西学激活中学， ( 二) “贯通”即戴震的方法，与西方理性批判的科

学方法是相通的。胡适觉得，戴震用 “考据”来批判、颠覆和重建 “义理”

的论述，是很有近代性的。凌廷堪 《戴东原先生事略状》的一个说法也很

重要，凌廷堪说，“义理不可舍经而空凭胸臆，必求之于古经; 求之古经而

遗文垂绝，今古悬隔，然后求之故训，故训明则古经明，古经明则贤人圣

人之义理明，……义理非他，存乎典章制度者也”②。这样，一是把戴震

( 考据) 和宋儒 ( 义理) 在研究方法上区分开来，二是强调理学没有 “故

训、典章、制度”的基础，三是没有经典文献的支持，所以是应当批判的。

胡适显然接受了这个说法，戴震当然就是符合 “近代科学”精神的先驱人

物，戴震对 “理”的重新解释，应该就是宋代理学的终结。

这两个说法影响了梁启超和胡适。大家注意，在这里， ( 一) “科学”

的方法和中国的 “哲学”，是两个关键，而这两个关键词是有联系的，没

有 “科学”的态 度 和 方 法，就 不 可 能 有 真 的 “哲 学”，这 样，所 谓 “致

知”和 “穷理”被贯通了。( 二) 戴震就是在这一解释路径里面，他的训

诂考据成为瓦解理学义理的方法，而建立新哲学又成了考据的目的，考据

学因此成了有意义的知识领域。③ 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现代所需要的启蒙主

义者 “戴震”，就被塑造出来了，他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，而戴震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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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章学诚: 《文史通义》卷三，第 274—277 页。
凌廷堪: 《戴东原先生事略状》，第 312 页。
余英时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 ( 三联书店 2000 年版) 中曾经说道，在“乾隆时代有两个戴

东原，一是领导当时学风的考证学家戴东原，另一个则是与当时学风相悖的思想家戴东原。这两

个戴东原在学术界所得到的毁誉恰好相反” ( 第 103 页) 。而把这两个戴东原贯通起来成为一个，

则是后来学者尤其是胡适的理解和解释。



他那个时代的学术和观念，也就被这样安置在启蒙和近代为背景的思想史

脉络里面了，一个新的思想史或学术史就这样被写出来了。

四 在历史背景中重新理解戴震

过去有关戴震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遗留的问题是，第一，把颜、李

与戴震联系起来，其实是一种 “逻辑的相似”而不是 “历史的证据”①。

第二，前人并没有提出具体文献证据，以讨论戴震学术与思想的社会背景

和历史语境。戴震在乾隆时代受到过哪些政治刺激? 他的学说是针对什么

社会背景的反应? 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戴震 “反程朱理学”是因为看到了

清朝统治者 “以理杀人”? 这些都还不清楚。第三，还有一点疑问是，以

戴震为标本突出所谓 “科学”与 “启蒙”，是否会把戴震过度现代化了?

可是，以往思想史中的人物研究，似乎都有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在讨论人物

思想之背景、渊源和影响的时候，不仅 “逻辑的联系”大于 “历史的联

系”，而且 “笼统的推想”多于 “精细的考证”，正是由于缺乏历史学的

细致考察，所以，会顺从某种简单的和粗率的 “决定论”，而忽略他和他

那个群体真正生活的那个政治环境、生活环境和真实心情。

戴震是一个思想史上的人物，前面我讲到，其形象在历代学术史里被

逐渐塑造，他又在不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被解释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

“戴震学”。因此，在研究这样一个人物时，我们需要仔细地考察他的生

平、经历、交往和他生活的地区，因为我总觉得，对于思想史上的人物研

究，一定要经由学术史 ( 即针对他的方法、工具、手段的知识领域的讨

论) 、思想史 ( 即针对他的义理诠释、微言大义、针对批判的观念领域的

研究) 、社会史 ( 针对他的知识与观念所产生的环境条件与刺激因素的梳

理) 互相结合，才能真正地认识他。当然，历史研究中总有遗憾，也许是

因为资料常常不足，想要的未必能有，已有的未必能满足，作为一个研究

历史的学者，只有尽可能搜集，在这些有限的资料中，重建那个人物的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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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把颜元、李塨一派，与戴震联系起来，多少有一些牵强附会。所以，钱穆《中国近三百

年学术史》 ( 中华书局重印本，1984 年) 第八章《戴东原》就不同意这个说法，认为“谓《疏

证》思想自绵庄处得颜李遗说而来颇难证” ( 第 355 页) ; 余英时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一书中讨论

“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”，也指出从清初到戴震的思想与学术变化，主要是从“尊德性”转向“道

问学”，即经学中“由虚转实”，这是考据学风兴起的脉络 ( 第 18—34 页) 。



代环境、个人经历以及真实心情。

好在过去，也有一些学者发掘了各种资料，来考察历史语境中的戴

震，我们来看看这些资料。

第一，生平、交往与从学。

戴震生活在雍正、乾隆时代，大体上说，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政治严

厉、秩序稳定。他从小生活在福建、安徽等地，他的父亲是在江西南丰客

居的安徽商人。安徽这个地方的商人，在明代就到处走，正像王世贞 《赠

程君五十叙》说的，因为新安 “僻居山溪中，土地小狭民人众，世不中兵

革，故其齿日益繁，地瘠薄不给于耕，故其俗纤俭习事。大抵徽俗，人十

三在邑，十七在天下，其所蓄聚，则十一在内，十九在外”①。戴震年轻的

时候就跟着父亲在外闯荡，但是他一直想读书，他父亲也支持他读书，以

便 “填平士绅与商人身份上的沟壑”，十八岁到二十岁在福建邵武教书，

二十岁的时候回到家乡徽州休宁。婚后，他的妻子朱氏承担了全部生活事

务，“米盐凌杂身任之，俾先生专一于学”，他大约在二十岁的时候，见到

徽州婺源的学者江永 ( 1681—1762 ) ，向江永学习，因为他那时已经对天

文历算典章 礼 制 很 有 研 究，甚 至 已 经 有 了 一 些 著 作，他 先 后 得 到 是 镜

( 1693—1769 ) 、齐召南 ( 1703—1768 ) 、惠栋 ( 1697—1758 ) 的提携和称

赞，而江永也非常赏识他。特别是，他的同乡学术朋友里面，还有像金榜

( 1735—1801 ) 这样精通三礼，同样师从江永的同学，还有从乾隆十四年

就和 戴 震 交 往，也 同 样 懂 得 很 多 工 艺、水 利、音 律 等 杂 知 识 的 程 瑶 田

( 1725—1824 ) ，那么，大家要考虑，他在福建和徽州的时代，这种个人经

历、商人家庭和治学环境，对他的思想和学术是否有影响? 最近，胡明

辉、黄建中有一篇论文，对这个话题有较深入的研究，大家可以参看。②

第二，地域与生活环境。

也有学者指出，我们可以通过地方志、徽州文书、笔记小说等等，重

新看看徽州那个地方的风俗和生活，把戴震再重新放回那个 “环境”里面

去考察。日本学者吉田纯说，戴震对宋儒 “以理杀人”的抗议，也许与徽

商家庭处境有关。他发掘了不少资料，指出徽商的妻子通常会面临复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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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卷六一，中国基本古籍库所收明万历刻本，第 678 页。
胡明辉、黄建中: 《青年戴震: 十八世纪中国士人社会的“局外人”与儒学的新动向》，

《清史研究》2010 年第 3 期。



道德困境，由于丈夫外出，妇女背负家庭与经济的双重责任，面临社会和

道德的双重压力，如果 “守节”，那么生活现实相当艰苦，如果 “逾节”，

宋儒的罪名就会迫使她们走上自杀之途，这也许会刺激戴震反理学的思

想①。戴震是否会思考及此? 我还不很清楚。不过，他个人和家庭的一个

遭遇很值得注意，据说，戴震的祖坟风水很好，当地的豪族要侵占，于是

打起官司来，因为县令收受贿赂，所以戴震无法胜诉，而且还要被治罪，

于是，在乾隆十九年，他连随身衣服都没有携带，就匆匆逃离家乡，到达

北京，开始了他在外地的学术生涯。这种地方社会的贫富、上下、不公平

的现象，对他的反理学的思想是否会有影响?② 当然这值得考虑。
第三，同时代学术世界与思想世界的交互影响。
钱穆曾经指出，戴震和惠栋之间，或者吴、皖之间，并不像梁启超说

的那样，在学术与思想上有根本的原则差异，通常说吴派 “凡古皆好”而

皖派是 “实事求是”，其实，他们是五十步和百步。“故徽学与吴学较，则

吴学实为急进，为趋新，走先一步，带有革命之气度; 而徽学以地僻风

淳，大体仍袭东林遗绪，初志尚在阐宋，尚在述朱，并不如吴学高瞻远

瞩，划分汉宋，若冀越之不同道也。”③ 钱穆尊崇宋代学问，这是他的立

场，所以，他的说法是否正确，可以姑且不论，但他指出的一点可以相

信，即惠栋对于戴震确实是有影响的。戴震于 1757 年到扬州拜见惠栋，

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转变。钱穆曾引用 1765 年戴震写的 《题惠定宇先生

授经图》为证，④ 说明戴震和惠栋见面，对于戴震思想的转变是一个很重

要的关键。⑤

那么，惠 栋 是 不 是 反 理 学 呢? 牟 润 孙 写 过 一 篇 文 章， 说 到 惠 栋

( 1667—1758) “亲身尝到事事讲天理的皇帝的苛酷对待，他再仔细看看这

位皇帝的行事，原来口口声声讲存天理，而骨子里却是在放纵自己的人

欲”，所以，在 《周易述》的 《易微言》下卷 “理”字条里面，就曾经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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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吉田纯: 《阅微草堂笔记小论》，《中国: 社会と文化》 ( 东京大学) 第 4 号，1989 年版，

第 182—186 页。
参见蔡锦芳《戴震避仇入京等生活经历对其理欲观的影响》，《戴震生平与作品考论》，广

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。
钱穆: 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第八章《戴东原》，第 321 页。
戴震: 《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》，《戴震文集》卷一一，第 168 页。
钱穆: 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第八章《戴东原》，第 322 页。



“理字之义，兼两之谓也……后人以天理人欲为对待，且曰天即理也，尤

谬”①。看上去，惠栋也是对理学深深不满的。这种对程朱理学的不满，据

说是来自惠栋个人和家庭的经历和经验，这种心情导致学者对主流政治意

识形态的批评。那么，惠栋的这种思想又是怎么来的? 牟氏提到，惠栋的

父亲惠士奇在雍正四、五年间 ( 1726—1727 ) 曾被罚，不得已变卖产业来

修镇江城，他根据钱大昕给惠士奇作传时曾极力表彰他 “居官声名好”这

一点②，反过来追问: 为什么他会被皇帝惩罚? 牟润孙根据雍正六年广东

巡抚杨文乾奏折保荐柳国勋，胤祯批语中有质疑惠士奇保荐的人 “不堪下

劣”，“举动轻佻，神气浮乱，抑且迂而多诈，毫无可取人也”等等，发现

官方对惠氏的不满，而惠家可能因此破产，正因为如此，虽然惠周惕、惠

士奇都曾是翰林，但到了惠栋却只能以授徒为生。由于他遭遇这种 “毁家

修城”的家庭变故，处于 “饥寒困顿，甚于寒素”的窘境之中，③ 又常常

在扬州、苏州行走，在卢见曾衙署和盐商门下，看惯了当时的腐化和铺

张，也许就由此产生对理学的怀疑。而他的门下钱大昕，其实也是对理学

有很多批判的，无论你看他对 《宋史·道学传》的质疑，还是看他的 《大

学论》上下篇，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，所以戴震和钱大昕才会有这样深的

同道交情。④

这样看来，戴震的 “反理学”是否也与这种交往有关呢? 也许，惠栋

确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过戴震，而且从后世的解读来看，戴震好像是更

激烈的反理学。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后来开四库全书馆的时

候，同为馆臣的姚鼐 ( 1731—1815 ) 曾经要 “屈尊”去拜见戴震，并且尊

称他是 “夫子”，但遭到戴震的婉拒。这件事情被解释为是因为两人对理

学的观念不同，很多人都引用了姚鼐在 《惜抱轩尺牍》里，曾经痛斥戴震

和考据学家，甚至搞人身攻击，而戴学后人却都对此沉默不言为例，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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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牟润孙: 《反理学的惠栋》， 《注史斋丛稿》 ( 增订本) ，中华书局 2009 年版，下册，第

619—624 页。
钱大昕: 《惠先生士奇传》，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三八，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本，江苏古籍出

版社，9 册，第 650—654 页。
钱大昕: 《惠先生栋传》，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三九，9 册，第 661 页。
对《宋史道学传》的质疑，参见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卷八一《宋史》部分，《嘉定钱

大昕全集》本，3 册，第 1506 页; 对宋儒《大学》解释的质疑，见《大学论》， 《潜研堂文集》
卷二，9 册，第 21—23 页。



站在宋 代 理 学 立 场 上 的 姚 鼐 指 责 有 根 据，戴 震 一 系 真 的 可 能 是 “反 宋

学”的。①

但是，仔细体会那个时代的情况，恐怕也未必。思想史研究，恐怕应

当像王梵志诗说的那样要 “翻著袜”，也就是说，看问题要透过一层看。

尽管戴震反对理学尤其是 “以理杀人”，尽管他也批判宋代理学的学风，

但是在普遍尊崇程朱的乾隆时代，他对 “理学”不一定是那么有意识和有

目的的批判，也未必是一个对 “理学”有意识地整体超越。特别是应当注

意到，他 ( 也包括他的同道朋友) 对朱熹常常有好评，你看他的 《郑学斋

记》 ( 1759) 、《凤仪书院记》 ( 1763) 、《王辑五墓志铭》 ( 1770 ) ，以及更

晚的 《闽中师友渊源考序》 ( 有人认为撰写在 1773 年之后，所以应当是晚

年定论) ，均对朱熹称赞有加，甚至把郑玄和朱熹连起来，显然对于朱子

一系的 “道问学”传统很有会心。这就是很多学者指出的，他恰恰是从朱

熹那里衍伸出来的，也许应当说，只是 “反理学的理学”②。

因此，对于戴震的分析不要那么简单。他对于宋代理学的尖锐批判，

可能有他个人的身世感受和对社会的焦虑和关心，而他对朱熹的称赞和认

同，又可能有当时意识形态和普遍观念的影响，至于他是否要真的走出理

学的束缚，有近代意识或者有个性、自由、情欲的张扬意识? 恐怕是要重

新检讨的问题，历史并不像理论，可以把枝蔓撇得那么清楚，把证据选得

那么随意。近年来，很多学者也很推崇 “以礼代理”，觉得这是一个很了

不起的变化③，但是，也得看到，戴震、阮元、凌廷堪、焦循等人，虽然

一方面反对以 “理”杀人，用所谓的天理使道德内在化和严厉化，建议以

“礼”建立秩序，用礼仪制度让人得以规避无所不在的道德谴责，似乎有

“解放”的意义; 但是，另一方面因为立场仍然在传统伦理规范之中，所

以，对于社会伦理制度的 “先后秩序”表现出极其保守的性质，在夫妇之

道、父子之道、君臣关系、室女守贞等问题上，更强调了子对父、妻对

夫、臣对君的无条件服从，只是把内在道德意识的自觉，转向外在伦理秩

序的规定，而这种 “道德严格化”加上 “伦理制度化”，也许恰恰适合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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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参见戴震《与姚孝廉姬传书》，《戴震文集》卷九，第 141—142 页。
章太炎《国学讲义》 ( 海潮出版社 2007 年版) 就说到，戴震“形似汉学，实际尚含朱子

的臭味” ( 第 25 页) 。
如张寿安《以礼代理: 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》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，

1994 年。



时越来越呈现危机的政治秩序。①

结语: 取代顾炎武? 戴震作为新思想的典范

1923 年 10 月，梁启超与朋友发起筹办 “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”，

他还专门写了一篇 《缘起》，说明这次会议的意义。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，

邀请他参加，11 月 13 日，胡适给梁启超回信表示愿意参加，而且还表示

正在托人在徽州寻找戴震的遗像。1924 年 1 月 29 日，是旧历的十二月二

十四日，在北京召开了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，会前，梁启超用一昼夜

写了 《戴东原先生传》，又接连三十四个小时写好了 《戴东原哲学》。这

一年，胡适也撰写了 《戴东原的哲学》一文，据说是为了这个会议专门写

的，但一年之后才正式发表。② 自此，由于梁启超与胡适的参与和鼓动，

戴震成了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典范，他们对于戴震的学术与思想的理

解和解释，也成为了梳理清学史脉络中的一个模式。

原本，清代学术与思想的典范是清初的顾炎武。在很长时间里，顾炎

武都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创者，也是知识人的人格楷模。所谓 “行己有耻，

博学于文”，所谓 “经学即理学”，甚至 《日知录》那种札记式的学术与

思想表达方式，都是清代学术思想的渊源所在。特别是道光、咸丰年间，

北京 “顾祠”的举行，在当时学界顾炎武已经是首屈一指的领袖与标杆，

即所谓 “汉学开山” “国初儒宗”③。但是，在 1923 年之后，戴震逐渐成

为清代学术与思想的新典范，这个新典范一方面由于批判宋代程朱理学，

而有 “走出中世纪”的意义，另一方面由于沟通了考据 ( 科学) 与思想

( 民主) 两端，而有 “启 蒙”的 意 义，因 此 更 具 有 学 术 史 和 思 想 史 的 重

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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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王汎森《明末清初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》已经指出这一点，《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: 刘

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》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8 年; 可参见徐立望《通儒抑或

迂儒———思想史之焦循研究》，《浙江学刊》2007 年第 5 期，第 54—60 页。
关于梁启超与胡适在这一段时期内有关戴震的研究活动，这里只是简略说说，大概的情

况可以参考丁文江、赵丰田《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》 ( 初稿) ，中华书局 2010 年版，第 533—536
页; 有趣的是，胡颂平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 (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1984 年) 在这一段时

间里，却没有任何胡适有关戴震研究的记载。
参见何冠彪《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合称清初三大儒考》，《明清人物与著述》，香港教

育图书公司 1996 年版，第 49—63 页; 又，可参见段志强《顾祠会祭研究 ( 1843—1922 ) 》，博士

学位论文，复旦大学，2014 年。

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，“科玄论战”正如火如荼。梁启

超一面在讨论人生观中的 “爱”和 “美”，一面在与高梦旦讨论颜李学派

知行合一的 “实践”意义; 而胡适也在一面大谈科学与人生观，提出要宣

传我们信仰的 “新人生观”，一面又在表彰古史辨运动通过考证文献呈现

历史演变的 “科学方法”。这两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学者，恰恰又正在中

国哲学史领域中较长论短彼此竞争。因此，两个人同时提出对于 “戴震”

的新研究和新解释，在现代学术史上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，也许很值得

大家深入研究和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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